赶超与收敛的概念演化及内涵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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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赶超和收敛是思考发展中国家如何避免或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经常用到的两个重要概念，由赶超和收敛又衍生出经济赶超、技术赶超、经济收敛、技术收敛4个关系非常密切却又有不同的概念。回顾这4个概念是如何伴随着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发展而出现和演化的，并在此基础上对这4个概念的内涵进行比较。厘清这4个概念，对系统思考我国由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型为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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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tching-up and convergence are two important concepts when we think about how developing countries try to avoid or break away from middle income trap. Economic catching-up, technological catching-up, economic convergence and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are four 

different concept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each other. The paper reviews how the four concepts  appear and evolv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rowth theory, development economic an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n compar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m. It is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the four concepts for systematic thinking of how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ransforms from invest-based economic growth to innovation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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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家层次技术赶超分析框架对促进我国转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技术赶超、经济赶超、经济收敛和技术收敛是4个关系密切同时内涵存在差异的概念，厘清这4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与内涵差异，是构建国家技术赶超分析框架的重要基础。我国“十三五规划”指出，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7 800百美元左右。到那时，按购买力平价算，中国实际人均GDP应该接近美国水平的三分之一。“十三五”期间，预计我国每年经济增速不会低于6.5%，虽然按国际标准衡量这个经济增速算快的，但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却是较慢的。这种经济增长“新常态”意味着，尽管中国经济追赶已经走上正轨，但是经济赶超却不能再依靠政府主导投资、出口以及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追赶模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转型为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追赶需要以技术赶超作为战略重点。任何穷国都希望成为富裕国家，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由贫穷国家成为富裕国家越来越困难，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实现由贫到富的转变。准确理解赶超和收敛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经济赶超、技术赶超、经济收敛和技术收敛概念，对思考发展中国家如何避免或脱离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很重要的。后文首先介绍赶超和收敛概念的出现和演化，然后分析经济赶超、技术赶超、经济收敛和技术收敛4个概念的边界关系，最后比较这4个概念的内涵。

1   赶超与收敛概念演化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赶超和收敛是分析国家经济竞争态势的两个重要概念；随着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和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又逐渐出现了经济赶超（economic catching-up）、经济收敛（economic convergence）、技术赶超（technological catching-up）和技术收敛（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4个概念。图1描述了这些概念的演化过程。赶超思想最早源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在20世纪60年代将该思想转化为后发优势假设，为此后出现各种赶超学说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此后赶超问题研究沿着两条主要线索发展，分别以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为基础。

（1） 以索洛(Solow)[2]313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预示跨国收入差异长期内将会消失，该“预言”是否成立同时决定了后发优势假设是否成立。然而很多实证研究否定了全球范围内存在绝对收敛趋势[3]，并发现经济增长存在条件收敛现象[4]，即存在“富国俱乐部”现象，这同时推动新古典增长理论发展到新增长理论阶段。此后，熊彼特学派的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收敛从经济收敛中进一步剖离出来，成为市场力量导向的赶超理论的重要基础[5]349。

    （2）以发展经济学为基础的赶超学说是结构主义导向的。二战之后时期的发展经济学主要使用工业化理论解释后发国家的赶超问题，工业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工业致富，然而关于工业化的引导力量却存在自由经济和国家力量两类不同主张，如莫菲等[6]认为自由主义力量是工业化的引导力量，而贝罗赫等[7]、张夏准[8]15则认为国家力量才是大分流格局形成之后贫穷国家工业化的关键。20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学说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效果并不理想。作为解释日本在二战之后迅速崛起的成果，弗里曼(Freeman)[9]31-54最先正式提出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以及此后出现的国家学习系统理论，将经济赶超转化为国家技术赶超问题。弗曼[10]、马修斯[11]等认为，构建国家学习能力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关键。中国近期提出的具有国际影响的赶超学说，如吴晓波[12]等提出的二次创新理论和林毅夫[13]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也是都结构主义导向的，均较为重视以国家力量推动技术赶超。

综上所述，经济赶超、技术赶超、经济收敛、技术收敛这4个概念关系演化是（如图1）：（1）由经济赶超演化出经济收敛，由经济收敛又演化出技术收敛；（2）经济赶超演化出技术赶超；（3）技术赶超与技术收敛存在交叉融合，技术收敛为技术赶超提供理论和量化分析基础，技术赶超能为技术收敛提供战略思维支持。以发展经济学为基础的赶超文献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倾向于使用技术赶超这一术语；20世纪后期的赶超文献开始将更加便于实证研究的技术收敛概念引入到国家技术赶超理论分析框架中。总体上看，从发达经济立场出发的文献倾向于使用“收敛”这一说法，从发展中国家立场出发的文献则更多采用“赶超”这一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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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赶超与收敛概念关系演化


2   赶超与收敛概念边界

经济赶超、经济收敛、技术赶超和技术收敛这4个概念尽管关系非常密切，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它们边界关系可以用图2表示，其中有4个方面值得注意：

（1） 经济赶超概念涵盖的内容最广，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众多指标，经济赶超很难满足严格学术性议题需要明晰边界的要求，图2中经济赶超的边界为虚线用以表示这一特点。经济收敛边界较为清晰，主要指的是总体生产效率的收敛，即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长期生产率趋于相同的均衡水平。技术赶超边界也较为明晰，指的是国家技术能力实现重大提升。

（2）这4个概念对应的现象均是在一定的宏观环境中发生的。宏观环境因素主要包括自然条件、文化特征、政治和经济体制等方面，不同国家的宏观因素特点、演化方式各异，它们对赶超绩效具有重要影响。

（3）从范围关系角度看，经济赶超包括经济收敛和技术赶超，且随着以索洛(Solow)[2]312-313增长分析框架为基础的增长核算技术不断完善，从经济收敛中又演化出技术收敛这一概念。经济赶超是20世纪60年代后增长理论重点关注议题之一，但是增长理论中大多使用的是经济收敛这一说法，并以生产率收敛作为主要评价指标；在此后的新增长理论中，大多使用技术收敛概念，这一用语上的变化主要是为了将经济增长的效率效应与技术进步效应区分开，技术收敛专门用来指后者的作用。

（4）技术赶超与经济收敛、技术收敛与赶超环境的关系存在差异。前者虽然也受到各环境因素的制约，但是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后发国家的技术能力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其对环境变革要求越强烈，甚至会主动推动环境因素发生变革；而经济收敛和技术收敛更多反映在环境制约下效率或技术能力的被动趋同趋势。图2中分别用双向和单向箭头连线表示这种与环境关系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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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赶超与收敛内涵比较

由前文可知，由赶超与收敛演化出经济赶超、经济收敛、技术赶超和技术收敛4个概念，这4个概念关系密切边界却不同，这意味着它们的内涵是不同的，各自在内容、衡量指标等方面是存在差异的。这些内涵差异及联系可用图3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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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赶超与收敛概念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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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经济赶超

经济赶超体现的是赶超国家资源动员能力高低，其内容涵盖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等方面，通常以经济总量或人均量作为主要衡量指标。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3个概念的内容有很大不同：经济增长指产出总量或人均数量的增加；经济发展指社会均衡生产方式的演进，如从工业社会发展到知识经济社会；社会进步则在前二者所含内容基础上还要再加上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等社会性指标。当谈及经济赶超时，它的实际内涵是非常宽泛的，具体所指与研究者所界定的内容有很大关系。资源动员能力对远离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Acemoglu等[14]39认为，后发国家在远离技术前沿的时候，采取投资为基础的战略（investment-based strategy）以加快追赶速度是理性的，此阶段如果放任市场力量反而不利于经济赶超，在远离技术前沿的时候实施投资为基础的战略是需要较强国家资源动员能力作为保障的。

3.2  经济收敛

经济收敛概念体现的是后发国家资源配置能力高低，资源配置能力高或低是决定后发国家经济生产率或人均收入水平与世界技术前沿国家趋同还是分流（divergence）的决定性因素。新古典增长理论预测世界经济长期看是趋于收敛的，这一预测本质上与后发优势假设是一致的。经济收敛文献以总体生产率作为评价经济收敛程度的主要评价指标，然而经济历史数据却不支持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收敛的预测[15]，跨国范围看并不存在经济收敛趋势，因此增长理论定义了两种收敛：绝对收敛（absolute convergence）和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16]366。绝对收敛是指贫穷经济体人均收入或产出倾向于比富裕经济体增长得更快，进而穷国倾向于赶上富国；条件收敛则描述了富国之间出现经济收敛，然而富国与穷国相比经济差距扩大的事实，因而又被称为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经济收敛文献将经济赶超理解为落后国家的生产效率向世界技术前沿（the world technology frontier）收敛的过程[14]68，即其所理解的经济赶超是以实现收敛作为赶超的终点的。经济收敛文献将总体生产效率当做总体技术[17;18]，然而这种做法是存在争议的，如Basu等[19]988认为非市场条件经济的生产率是不能等同于技术变革的，此时的生产率指标主要是提供福利方面的启示。现实中，很多后发国家恰恰是不具有发达国家标准的市场体系的，强调让后发国家采用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政策，在实践上不仅面临诸多困难，而且是存在风险的。

3.3 技术收敛

技术收敛是在经济收敛概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且其与技术赶超概念存在交叉。技术收敛重点关注技术转移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对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依赖新增长理论，在理念上提倡发挥市场机制的力量，其所指的技术转移与技术赶超概念中的破坏式创新对应（如图3）。技术收敛概念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收敛的重要原因，如Verspagen[20]认为效率追赶的原因是存在技术溢出效应。随着增长理论的发展，学者们逐步明确了总体生产率提升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二是技术进步的作用[21]；相应的，后发国家经济收敛有两个动力因素，一是经济体系中要素配置体系的完善，二是技术领先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收敛文献大多提倡后发国家应进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促进要素效率水平提高，以及主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以便于促进技术转移，利用领先国际技术红利来提高后发国家技术水平。技术收敛研究赶超问题面临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是后发国家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技术扩散[22]，另一方面是后发国家按照主流增长核算得到的生产率不能等同于技术进步的效应，这个两难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后发国家大多并不具备发达国家那样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条件。巴苏[19]964指出，总生产率（aggregate productivity）与总体技术（aggregate technology）之间的关系是，在不存在扭曲的经济中，索洛生产率剩余可以表示技术变革效应，非市场条件经济的生产率则不能等同于技术变革。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资源误置[23;24]，这对后发国家的技术收敛有重要影响。增长文献关于测定技术进步效应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对索洛剩余做减法，另一种是对总体生产函数形式重新设定。前者的思路是随着增长核算技术的完善不断地对索洛剩余做减法，每减去一项可以确定的因素（如文化、制度、区位等）的影响，则索洛剩余剩下部分就距离体现技术进步效应更接近一些。做减法的思路能让生产率变动一步步地逼近技术进步效应，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理论上准确界定技术进步效应问题。第二种方法主要是构建创新内生化增长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技术收敛问题，如熊彼特学派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创新内生化技术将技术收敛从经济收敛中进一步剖离出来，成为主张市场力量导向的赶超理论的重要基础[5]329-331。

3.4  技术赶超

在后发优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赶超学说在20世纪90年代后融合结构主义和战略视角发展出多种国家技术赶超学说。从研究目标看，技术赶超将靠近世界技术前沿作为关注焦点，并以寻求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策略为主要任务；从关注内容看，技术赶超是以国家创新效率作为赶超关键因素，它不仅是动态的，而且是非均衡的理论体系。技术赶超分析框架中有3个重要构成因素（如图3），分别是技术差距、创新和国家能力，这与技术收敛分析框架中的3个重要构成因素即技术差距、创新和市场机制有所区别。尽管技术赶超和技术收敛都包含有创新因素，但是二者所关注的创新类型是不同的：技术收敛重点关注的是与技术转移密切关联的破坏式创新，而技术赶超则同时重视破坏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既重视技术转移、技术扩散对追赶的作用，同时又十分强调自主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建设。技术赶超文献强调政府力量对创新效率的支持作用而非阻碍作用，同时认为任由市场力量是无法完成技术追赶目标的；尽管政府力量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创新的不利影响，但是对于有志于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困难均是次要的和有能力克服的。二战之后日本的快速恢复和20世纪中后期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奇迹”为这些学说提供了经验支持。国家技术赶超学说有多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具有国际影响的主要有进一步完善后的雁行理论[25;26;27]、国家学习系统理论[28]、技术撬动理论[29]、新结构经济学[30]、二次创新理论[31]以及熊彼特经济赶超理论[32]等，这些理论为思考技术赶超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启示。

4   结论

20世纪中期以来，国家间进行经济竞争以及发展中国家寻求富国道路的政策需求吸引了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国家创新系统学说等领域很多学者的关注，赶超和收敛是分析国家经济竞争的两个重要概念；由赶超和收敛概念又进一步演化出4个关系极为密切但是内涵却不同的概念，即经济赶超、技术赶超、经济收敛和技术收敛，这4个概念在思考发展中国家如何避免和脱离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都很重要，然而这4个概念的内涵存在的差异性是在制定赶超政策时必须重视的。这4个概念各自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国家创新系统等学说的联系情况是不同的，进而有着不同的赶超理念和政策主张。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如何避免和脱离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持续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差距。借鉴国际成功赶超经验和构建适合中国的巨型经济赶超分析框架必然涉及与赶超和收敛相关的概念，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分清它们之间内涵差异，对进行学术探讨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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